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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发表以来，对它的研究总体较为固定，

基本延续了汪曾祺本人的说法，即它讲述了一个人

性解放的故事［1］。当然，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也有

微弱的批评声音，指责小说对重实利而无真正信

仰的国民性持欣赏态度［2］。其实，对于抒情小说，

汪曾祺提示了一种 勾连小说与时代、人物与历史的

“抒情考古学”方法。《受戒》被忽略的恰恰是，小

说所描写的寺院日常在现代时期乃备受批判的真实

存在。在“新思想”与“旧生活”的错位交织中，

《受戒》等作品其实回应了 80 年代之后的理性化

问题。

作为“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

总和”［3］，《受戒》自觉以“新思想”（“人性解放”

话语）改写“旧生活”，但汪曾祺在八九十年代对

人性话语与去信仰问题，又显出矛盾困惑的一面。

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困境之一，是理性化与理想信念

某些时候存在结构性冲突，内在于现代社会转型

中的汪曾祺作品，留下了时代印痕。以“抒情考古

学”方法，历史化分析《受戒》所呈现的现代时期

的佛教状况、寺院经济，便于考察抒情与现实的辩

证关系，进而揭示现代性悖论在汪曾祺作品中的显

现方式，发掘文本的深层意义。

一 理性化与信仰问题

仅关注汪曾祺小说的诗意和美，甚至会招来作

者的抗议。诚然，他的小说是美的，然而这美是通

过非虚构的现实呈现出来的，汪曾祺曾说，没有真

实环境和人物原型，他写不出小说来［4］。“回到现

实主义”被一再强调，在他的文学观念中，现实性

和抒情性最好达到某种平衡。汪曾祺从沈从文的文

物研究中看到这一平衡追求：“沈先生治文物常于

 小处入手，而于大处着眼，既重微观，也重宏观。

他总是把文物和当时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文物

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文物是物，但是沈

先生能从‘物’中看出‘人’。他所关心的不只是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而是人。我曾戏称沈先生

所从事的是‘抒情考古学’。”［5］沈从文面对文物，

既是学者，也是诗人。其实，对于汪曾祺的《受

戒》，同样可借鉴“抒情考古学”：小处入手，大

处着眼，既重微观，也重宏观，将小说的“新思

想”及其讲述的“旧生活”皆放置于当时的社会生

活和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当然，落脚点是“人”。

如果聚焦于《受戒》中的佛徒行状和寺院生

活，不难发现，这篇小说呈现了出家动机的理性

化、信仰的形式化及寺院生活的世俗化。在出家动

机上，小说一上来就说高邮“出和尚”，“人家弟兄

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明海家里田少人多，

又排行老四，只能去当和尚，恰巧明海的舅舅是一

个小庙的“当家的”，明海就通过这层关系当了和

尚。当了和尚好处多：有吃有住，还可以攒钱，买

田娶亲。这样的诱惑使当和尚成为此地一项竞争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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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职业。不仅出家动机理性化了，择取标准也理

性化了，主要考察的是长相、声音和记性（明海这

三项特别突出）［6］，出家与否不关信仰，而是看能

否胜任法事，为寺庙带来收入。

查中国佛教史，现代时期佛教徒最多的省份是

江苏，而江苏的和尚又主要出自由宝应、江都、如

皋、盐城所组成的四边形区域内。这一区域面积

九千平方公里，只占江苏面积的十二分之一，却出

了全省四分之三的和尚。高邮即位于这个四边形之

内，《受戒》所写非虚，江苏中北部和尚比率奇高，

确实与当地习俗有关。彼时一位当地和尚陈说自

己为何出家：“在家人的生活充满艰辛困难，当了

和尚以后，生活比较无忧无虑”，“一般人的房子没

有寺庙好”，“（当和尚）父母不反对。如果一个家

里有三四个（孩子），习惯上总让一个当和尚。我

是家里最小的”。这几乎就是明海的现实版了。另

一位和尚补充说，“乡人相信当和尚可以裨益祖先。

有句话说：‘一人出家，九族升天。’这句话对当

地人影响很大”。总之，当和尚“在苏北是一件好

事——当地人尊敬和尚”［7］。

当和尚是有利可图的职业。菩提庵的和尚并不

斩断与尘世家庭的关联，所谓信仰徒有形式。明海

剃度后，早晚念三声佛，敲三声磬，“这庵里的和

尚不兴做什么早课、晚课，明子这三声磬就全都代

替了”。仁山要求明海要像“唱戏”一样念经，一

板一眼，嗓子要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和尚里也有状元、榜眼、探花！要用心，不要贪

玩”。在仁山那里，嗓子和气场是当好和尚的关键，

所唱内容全然不重要。他教导明海如此才能像石桥

那样，做人上人，当和尚中的状元。重要的是，明

海对舅舅的教导“五体投地”。理性化的和尚自然

不会甘受戒规束缚，事实上，菩提庵并无半点“清

规戒律”，他们抽烟、打牌，吃肉，“杀猪就在大殿

上”，还可以娶妻，寺院生活完全世俗化了。

佛教常识，汉传佛教寺院分子孙庙和十方丛林

两种类型。所谓子孙庙，也称小庙，人数不多，一

般不少于五人（这也是仁山招明海进庙的原因），

最大特征是住持“世袭”，徒子徒孙，代代相传，

受儒家宗法观念影响，一庙如同一家。简单地说，

子孙庙为“当家的”所私有。十方丛林则规模宏

大，为十方僧众共有，住持一般为公选，且只能产

生于在其他寺院受戒的和尚。这就涉及到二者的一

重要区别，十方丛林可传戒但不能剃度，子孙庙只

能剃度不能传戒。也就是说，如果要出家，只能先

去子孙庙剃度（削发），几年后再到有资格传戒的

十方丛林受戒，如此方可成为正式僧尼。显然，明

海剃度的菩提庵乃子孙庙。晚清民国子孙庙不同于

十方丛林的第三个特征是，严重去信仰化，和尚基

本不持戒，与在家人无异。鲁迅散文《我的第一个

师父》可作参照。鲁迅小时候曾拜和尚为师，这位

师父就是一小庙住持，平时忙于放焰口，并不念

经，“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他的三个儿

子，皆有家室，也都在这小庙当和尚［8］，可谓让

子孙庙名副其实。十方丛林这方面要好于子孙庙，

有真心皈依的高僧大德，但在整个社会的理性化进

程中，也面临重重危机。

汪曾祺《一辈古人》：“清代的读书人，除了

读圣贤书之外，大都还要学两样东西，一是学佛，

一是习武，这是一时风气。”［9］汪曾祺的祖父即学

佛。清代读书人确有学佛风气，这可从近现代思

想史得到印证。佛教教义一度是晚清民初挽救民

族危亡的重要思想资源。梁启超说“吾友多治佛

教”，因其讲求平等、兼善，可挽救“器世间之堕

落”［10］。佛教可资为用，蔡元培将之概括为“佛

教护国论”：“学者而有志护国焉者，舍佛教而何

藉乎？”［11］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论”，同样看重的

是佛教之用：“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

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

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

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12］佛教“依自不依

他”，信而行之者，“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

鞵，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无懦夫奋

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13］。总

之，欲以佛教“兴民德”，“使好之者轻去就而齐

生死”［14］。然而现实中的佛教根本无力担此大任，

晚清以来，佛教面临理性化的深重危机，自顾不

暇，遑论救世。与《受戒》将破戒、世俗生活审

美化相反，晚清民国期间，包括居士、改革派僧

人在内的各界人士，对佛教现状进行了严厉批判。

最遭诟病的即是佛徒无信仰、不持戒，从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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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法事。对此，章太炎痛加斥责：

法门败坏，不在外缘而在内因。……或有

裸居茶肆，拈赌骨牌，聚观优戏，钩牵母邑。

碎杂小寺，时闻其风。丛林轨范虽存，已多弛

缓。不事奢摩静虑，而惟终日安居；不闻说法

讲经，而务为人礼忏。（中略）自既未度，焉

能度人？［15］

佛制小乘食三净肉，大乘则一切禁断。至

夫室家亲昵，大小俱遮。若犯此者，即与俗

人不异。……必也情念炽然，亦可自署居士，

何乃妄号比丘，破坏佛法？日餐血肉而说慈

悲，不断淫根而言清净。螺音狗行，无过此

矣。［1 6］

在章太炎看来，若想人性自由，做俗人或居士可

也，“深著世法，堕废律仪”，会让佛教有名无实。

其实，此种状况既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趋势有关，

也与清中期度牒制度废除后出家门槛降低关系甚

大，“僧徒随意出家，比比皆是；或穷乏不能自存，

则遁入空门；甚至犯罪者，亦借寺庙为藏匿之地；

古之所谓出家乃大丈夫之事者，至是寖失其本意

矣”［17］。面对如此局面，以太虚为代表的改革派

僧人，呼吁强化信念，变革教制、教理以使佛教适

应时代［18］。

五四之后科学启蒙话语勃兴，佛教成为破除迷

信的对象，不再具有“尘垢秕糠，陶铸尧舜”之

作用，青年人开始了各种改造社会的实践。但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科玄之争”催生了一场“佛化

新青年运动”。一批更为激进的青年僧人以“工

禅农禅”“自食其力”“和尚下山”为口号，俾使

佛教积极入世，“佛化”社会，“使悬想中的他方净

土，变成在人间可能实现的新社会”［19］。佛化新

青年主张打破鬼神，不拜偶像，不做法事，众生

皆可成佛［20］；他们对旧僧深恶痛绝：“现在住居庵

寺观院的光头，我看他们都不是佛教徒，都不是皈

依释迦牟尼的。你看释迦所主张的理论他们有实行

的吗？你看现在和尚，终日不是念佛号和念咒语；

便是吸烟饮酒，他们所讨论不休的题目，有许多是

释迦牟尼极不愿讨论的。他们所恬然去做的事，有

许多是释迦牟尼所禁止人做的。”［21］这场运动规

模浩大，会员达几万人，但迫于旧僧阻挠，无法

施行。其余绪是国民革命后的新僧运动，“革命僧”

鼓动僧人打倒“老腐败”，起来革命［22］。

《受戒》写的是 1937 年的事。事实上，20 世

纪 30 年代的佛教每况愈下，“千疮百孔，变态丛生，

以言其小庵也而弊于无忌，以言丛林也而弊于自

私”［23］，“赶经忏的一般佛门败类，更是不足谈！

他们也和世俗人一样的花天酒地的胡行！不但佛教

徒的资格不够，就连良好公民也不能称！而这一类

的佛教团体，实占着大部分的僧侣！不但社会人士

不屑与之同列，就连住丛林的一般人也不放他们在

眼里！因为他们是些‘形同沙门’”［24］。僧侣“为

俗轻贱”。那么，彼时汪曾祺是何态度？这可从他

40 年代的《庙与僧》看出来。此小说开篇即展现

了“我”进庙后的惊讶和不解：庙不像庙，和尚不

像和尚，梁上挂肉，院里养猪。随之是鄙夷和揶

揄：方丈长着“两个猪眼睛”，请“我”抽水烟时，

“我”想送一张美人图戏弄他；而那个十一二岁的

小和尚，经常挨打，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庙里百无聊

赖地活着［25］。小说是对庙与僧的真实摹写，猎奇、

讽刺一目了然。

然而 1980 年的《受戒》以“新思想”改写

了“旧生活”，认可了佛教的去信仰化。当时的

批评文章指出，“小说根本回避了有戒律存在的客

观现实，因而实际上起着粉饰美化佛门生活的作

用”［26］，这显然对现代时期佛教状况不甚了解，

对小庙来说，戒规并无压抑性，《受戒》也未回避

“客观现实”。汪曾祺只是自觉用“八十年代人的

情感总和”重新观照了那段寄居生活：和尚也是

人，他们的世俗生活充满欢乐。不仅和尚，赵大

伯一家也是无拘无束，勤恳劳作，富足兴旺。农

业劳动充满诗意，并无艰辛劳顿，小英子和明海

在晒场上，“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看萤火

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 在这里，不难读

出 80 年代初期人情人性书写等话语，以及“清规

戒律”之上的人性人情复苏意识。《受戒》当然不

是史料，然而，一旦我们通过历史化分析了解到，

其所写之“人”（小庙里的和尚）的生活不仅一向

如此，并无“清规戒律”压迫，且饱受“败坏法

门”的指责，就会发现，《受戒》生发不出破戒的

崇高感及冲破宗教束缚的“人性解放”意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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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佛教的世俗化才是民国佛教改革人士所希冀

改变的，对他们来说，振兴佛教的第一要务乃强

化信仰并调适教理、教制以适应时代，该赞扬的

恰恰是那些持戒僧人，而不是以佛教为营利工具

的“应付僧”。从这个角度说，《受戒》确实无意

中参与到后革命时代关于手段与目的、现实与理

想关系的争论中去了，它所塑造的“人”——“当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去信仰化和尚——也只有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语境中才能得以审美化，

并在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中被广为接受。

二 佛徒生活与寺院经济

菩提庵有地有猪，是农业社会的一个典型经济

单位。方丈屋里摆的不是经卷，而是账簿和算盘，

“账簿共有三本。一本是经账，一本是租账，一本

是债账。和尚要做法事，做法事要收钱，——要不，

当和尚干什么”，“某月某日、谁家焰口半台，谁正

座，谁敲鼓……省得到年底结账时赌咒骂娘……这

庵里有几十亩庙产，租给人种，到时候要收租。庵

里还放债。租、债一向倒很少亏欠，因为租佃借钱

的人怕菩萨不高兴。这三本账就够仁山忙的了”。

菩提庵的收入主要靠经忏、地租与放债 。这五位和

尚并不参加农业劳动，土地全租给附近农民耕种，

小英子家就租了庵里的十亩地。除了做法事，他

们平时很闲，靠打牌消磨时间。经忏，“机灵鬼巧”

的仁渡是顶梁柱，小说细致描写了他经忏方面的能

耐，所以仁渡分红最多，收入颇高，“手上一个金

戒指，袈裟多是绸的”（《庙与僧》）。菩提庵其他

四位和尚，退居的老和尚不问世事，“当家的”管

账，明海是个杂役，二师父仁海挣外快，平时不在

庙里。“二师父另外‘有’个庙，弄得很‘得法’，

春上才募了一个殿子，又给菩萨开了光。有一次

仿佛听说要给能师父也‘弄’一个，结果不详。”

（《庙与僧》）“弄个庙”就是自建、承包或购买一座

庙，基本是挣钱工具。

苏北子孙庙和尚的生活水准远高于农民，且

又不必持戒，对当地人极具诱惑力。唯慈记述过

民国江苏一座小庙。此庙四位和尚，拥有 140 亩

土地，“每年收入田租稻谷六十七公吨，足以养

活两百人”［27］，田租再被用来购买更多的土地。

江浙徽地区的小庙，田地往往很多。据一位青年

僧人的统计，安徽小庙一般都拥有几百亩不等的

田地［28］。子孙庙中，土地最多的是江苏宿迁的

极乐庵，具体数目说法不一：释东初给出的数字

是 5 万亩［29］，吴寿彭 1930 年的调查结果是惊人

的 20 万亩，“这在苏南县分小的，当是半个县境

了”［30］。

《受戒》还写了另一个寺院——明海受戒的善

因寺。善因寺当然非菩提庵可比。“善因寺是全县

第一大庙，在东门外，面临一条水很深的护城河，

三面都是大树，寺在树林子里，远处只能隐隐约约

看到一点金碧辉煌的屋顶，不知道有多大。树上到

处挂着‘谨防恶犬’的牌子。”小说以小英子的视

角，描绘了该寺的奢华气派：“哼哈二将、四大天

 王，有三丈多高，都是簇新的，才装修了不久。天

井有二亩地大，铺着青石，种着苍松翠柏。‘大雄

宝殿’，这才真是个‘大殿’！一进去，凉嗖嗖的。

到处都是金光耀眼。释迦牟尼佛坐在一个莲花座

上。单是莲座，就比小英子还高。抬起头来也看不

全他的脸，只看到一个微微闭着的嘴唇和胖敦敦的

下巴。两边的两根大红蜡烛，一搂多粗。佛像前的

大供桌上供着鲜花、绒花、绢花，还有珊瑚树、玉

如意、整根的大象牙。香炉里烧着檀香。”气象庄

严，财大气粗。该寺的方丈石桥“相貌和声音”出

众，精通书法绘画 ，有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他的

方丈比小姐的绣房还讲究”，烧的是名贵的伽南香。

善因寺是民国高邮城区八大寺院之一，规模较

大且可传戒，应是十方丛林。但从小说看，该寺戒

律不严，严重世俗化。查《高邮县志》，善因寺建

于明神宗年间，原名地藏庵，乾隆南巡过路高邮

时（1726 年）赐名善因寺，香火极盛；占地 15 亩，

房屋百余间。《受戒》中的石桥即善因寺方丈铁桥。

铁 桥（1874 — 1946）， 高 邮 张 轩 人， 俗 姓 秦，10

岁在草巷口三圣庵依指南和尚出家，法名能达。指

南请名师课徒，铁桥遂通诗书，擅长书画篆刻。铁

桥在宝华山受戒，回来后主持善因寺。1931 年发

起成立高邮佛教协会，任理事长［31］。值得注意的

是，高邮佛教协会 1937 年在善因寺开办过为期 50

天的僧伽训练班，学员为高邮各寺 18-35 岁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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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同年 3 月放戒，受戒僧尼 200 多人［32］。《受

戒》详细描述的明海受戒情形，当是此次传戒的

反映。

汪曾祺多次在作品中提及铁桥与其父汪菊生

的交往，对其印象颇佳。“他所来往的都是高门名

士。善因寺有素菜名厨，铁桥时常办斋宴客，所

用的都是猴头、竹荪之类的名贵材料。很多人都

知道，他有一个相好的女人。这个女人我见过，

是个美人，岁数不大。铁桥和我父亲是朋友。父

亲年轻时刻过一套《陋室铭》印谱，就是铁桥

题的签。父亲续娶，新房里挂的是一条铁桥的

画，泥金地，画的是桃花双燕，设色鲜艳，题的

字‘淡如兄嘉礼，弟铁桥敬贺’。父亲在新房里挂

一幅和尚画的画，铁桥和俗家人称兄道弟，他们

真是不拘礼法。”［33］和尚与士绅交往，在民国非

常普遍，但对佛教来说也是双刃剑：虽便于募化，

但“不拘礼法”会有损出家人形象。这也是彼时

青年僧人抨击的怪现象之一：“（士绅）不知佛法，

与劣僧结酒肉交，狼狈相依”［34］。

善因寺这样的大寺，收入来自地租、香火钱、

法事等方面。十方丛林僧人较多，但庙产也多，善

因寺的土地肯定远多于菩提庵；与子孙庙不同，正

规十方丛林不做经忏，但会定期举办规格更高的水

陆法会；大寺通常有大德高僧或艺术僧，且管理相

对完善，对汪父这样的士绅颇具吸引力，他们的香

火钱、捐赠也是大寺重要收入来源。民国模范丛林

大都集中于江浙地区，禅宗四大丛林（镇江金山

寺、扬州高旻寺，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都非

常富有。从以下江苏三大丛林 1937 年前丰年的收

入情况，可管窥民国时期的“寺院经济”。金山寺：

土 地（4800 亩 ） 收 入 12900 元， 水 陆 法 会 收 入

5000 元，香火钱收入 300 元，年收入总计 18200 元；

栖霞山：土地（1400 亩）、初加工产品等 8800 元，

水陆法会 3000 元，素餐馆、捐赠等 8200 元，总计

20000 元；天宁寺：土地（8000 亩）20000 元，水

陆法会 10000 元，放债 7000 元，稻米生意 5000 元，

总计 60000 元［35］。

佛教原本只靠布施，并无财产，传到中国后，

“以布施为重点的佛教却以一种反常的行动而变成

了重商主义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宗教”［36］，这

主要是因为中国佛教在魏晋南北朝即获得大量土地

庄园。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在中国佛教中一直并列

存在，杨联陞甚至考证出中国的典当、拍卖、彩

券、合会等四种募钱制度皆起源于佛教寺院［37］。8

世纪之后，佛教戒律松弛，商业化与信仰的矛盾更

加突出，即使以弘法来为商业化辩护，也难解决手

段和目的之悖论，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

佛教庙产丰厚，而国家贫弱，教育不兴，于是有

“庙产兴学”的倡议。

贯穿晚清民国的“庙产兴学”运动，是动员

国家力量让寺院拿出部分寺产兴办教育。教育是

戊戌变法的重要议题，但建立西式教育系统，耗

费巨大，国家财政无力承担。康有为上书“改乡

邑淫祠为小学堂”［38］，张之洞建议取寺观十分之

七的庙产办学［39］，戊戌时期的章太炎则倡言“鬻

庙”［40］。变法伊始，各县佛寺曾一度被占用以兴

办学堂，但不久清廷废止了此项政策，改为用寺

产办“僧教育”。1913 年北洋政府出台《寺庙管

理暂行规则》，明确保护寺产，但也为地方提拔寺

产留下空间。1929 年国民政府颁发《监督寺庙条

例》，规定寺产为寺庙所有，但寺庙应按财产情

形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这是各方面平衡的结果。

民国之后，佛教上层联合居士官员，阻止庙产兴

学，而部分国民党人则坚持推行这一运动。北伐

时期，一些国民党基层干部及国小校长和教员，

在破除迷信、推倒神像的潮流下，没收寺产办教

育。1929 年，江苏宿迁县政府与该县最大寺院极

乐庵发生剧烈冲突，是为“宿迁事件”。极乐庵声

称，方丈入狱，寺院被围，县政府要没收三万亩

土地充当教育经费；县政府则说，极乐庵勾结小

刀会，预谋不轨［41］。“民十三年，江苏高邮县界

首，亦发生侵占永兴寺事件”［42］。

1929 年江苏大学教授邰爽秋发表《庙产兴学

促进会宣言》，估算全国庙产“二十万万”。［43］“南

京特别市教育局”的提案，意图更明显：“查拥有

庙产之僧尼，有屋千间，有田千顷者，在在皆是，

是非土豪或类似土豪而何？”［44］现代僧伽社一名

僧人认为，江苏若推行庙产兴学可普及乡村教育：

仅泰县一县就可增加二三百所小学，江苏全省可

增加三千所［45］。以上提案或建议虽未获采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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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汪曾祺的小学（县立第五小学）“在一座佛寺

的旁边，原来是佛寺的一部分”［46］，此寺乃承天

寺，在汪的作品中数次出现（如《幽冥钟》）；其

初中则在一座叫赞化宫的道观里［47］。可以说，汪

曾祺本人是庙产兴学的受益者。

20 世纪 30 年代“寺院经济”成为“学术热

点”，陶希圣主办的《食货》杂志以社会经济史方

法考察中国古代寺院经济，就是学术界对现实问题

的回应［48］。民国僧人约百万［49］，其中江苏就有

八万［50］。如何恰当解决寺院经济问题而又不妨碍

信仰自由，是一个迫切的现实课题。就江苏来说，

问题更为严重，吴寿彭 1930 年就指出“封建化”

的危险：苏北徐海各县土地兼并严重，形成了一种

叫“寨”或圩的“封建政治部落”，其军事、经济

组织完备，寨主对佃农拥有绝对权力。更重要的

是，寺院也在土寨化：“宿迁的村庄都成为极乐庵

的属佃。一个庄子常有和尚住着，就是庄主了。这

农庄的农田，牲口及其他农具也都是寺院里的。收

租和尚就经理这些事情。有绝大的权威与享乐，各

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妻妾。五华顶一属院尤是威权所

在，院内有数十快抢，匣子炮及许多枪，刀。佃农

不但替他们耕田，还得听他们号召而服役。”［51］寺

院悬置信仰而地主化，此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在新中

国成立之后。方法当然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土地

改革，庙产征用，恢复禅宗“一日不作，一日不

食”之清规，僧侣必须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大

寺要组织生产，在劳动中修行，“生产与修行两不

误”［52］。

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佛教的理性化、商

业化与信仰的矛盾在晚清民国极为突出，和尚忙

于“寺院经济”，无暇顾及修行，自然会导致目的

和手段的悖反。而《受戒》无意揭示这一结构性

问题，更无意呈现批判去信仰化的声音，原因就

在于它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一个人性人情

需要复苏的年代。汪曾祺 1986 年回高邮，怅然于

善因寺的不复存在，想到了铁桥和尚：“我外出多

年，在外面听说铁桥在家乡土改时被枪毙了。善

因寺庙产很多，他是大地主。还有没有其他罪恶，

我就不知道了。”后来汪曾祺翻阅现代所修县志，

在水利卷中发现家乡一条水渠是铁桥主持修建的。

“哦？铁桥还做过这样的事？”［53］笔者在 1990 年

版的《高邮县志》中查到了铁桥死因：日伪时期，

铁桥因与伪县长王宜仲及日本驻军司令林田等过

从甚密，于 1946 年被短暂攻占高邮的新四军以汉

奸、特务罪名枪毙［54］。

三 “各式各样的和尚”

历史分析并不影响《受戒》的文学价值，《受

戒》的落脚点是“人”：“我写《受戒》，主要是说

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

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对汪

曾祺来说，《受戒》中的去信仰化和寺院经济问题，

尽管写实，但只是背景而已，不仅不是现实的当务

之急，相反，恰是要通过诉诸自然人性和职业化予

以合理化的。汪曾祺以“新思想”过滤掉“旧生

活”的各种乱象，成功将民国批判者眼中上演肆意

犯戒、放纵人性的子孙庙，改写成洋溢着欲望和生

命力的自足世界。也因此，汪曾祺的“抒情”并非

纯粹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这个“有情世界”是入世

的、包含“事功”的——菩提庵的收入是“有情”

的基础。“有很多人说我是冲破宗教，我没这个意

思。和尚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戒律，本来就很解放。

很简单，做和尚是寻找一个职业。”［55］理性化进程

中，“志业”成了职业，而一旦搁置信念，顺势而

为，似乎即可自由自在。这是否意味着汪曾祺在提

倡彻底的理性化？事实并非如此，他强调的是：在

信仰与生存的矛盾中，生存为先。

这个结论可从小说《仁慧》［56］得出。在这篇

小说中，汪曾祺为“事功”而抒情［57］，讲述了一

个关于改革的故事。解放前的小庙观音庵，前住持

二师父，为人忠厚，“一天只潜心念佛，对庵里的

事不大过问。在她当家的这几年，弄得庵里佛事稀

少，香火冷落，房屋漏雨，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一

片败落景象。庵里的尼姑背后管她叫‘二无用’”。

“二无用”只重视静修念佛。她退居后，仁慧当家。

“仁慧是个能干人”，上台后大刀阔斧革新。其一，

经常到施主家走动。募得重款，修缮庙宇，贴金

佛像，改变了庵貌。其二，开素斋。二师父对此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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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见：“这叫做什么？观音庵是清净佛地，现在

成了一个素菜馆！”但合庵尼姑支持仁慧，“赴斋的

人多，收入的香钱就多，大家都能沾惠”，而且开

素斋改善了生活，“不是每天白水煮豆腐”。功德箱

中的香钱，仁慧也是按比例分配。其三，放焰口。

此举让二师父忍无可忍，但却使观音庵气象兴旺。

“仁慧想：一天老敲木鱼念那几本经有什么意思？

为什么尼姑就不能放焰口？哪本戒律里有过这样的

规定？她要学。善因寺常做水陆道场，她去看了几

次，大体能够记住。她去请教了善因寺的方丈铁

桥。这铁桥是个风流和尚，听说一个尼姑想学放焰

口，很惊奇，就一字一句地教了她。”仁慧回去后，

“就找了本庵几个聪明尼姑和别的庵里的也不太守

本分的年轻尼姑，学起放焰口来”。“聪明”“不太

守本分”，或者说比较大胆，“解放”，才能冲破教

条，别开生面。综上，二师父与仁慧的冲突显示了

佛法教义与寺庙经管方式的矛盾。在二师父看来，

仁慧的做法有损信仰，但形势比人强，汪曾祺赋予

“仁慧革新”以大势所趋的意义。

《仁慧》发表于市场化改革伊始的 1993 年，这

是很有历史意味的时间节点。“仁慧革新”的核心

是与时俱进，生存与发展优先，这当然会引起目的

与手段的争议及关于信仰、精神问题的争论。即使

小说不是 90 年代初市场化改革与人文精神讨论的

隐喻，也是表征那个时代的意识。汪曾祺了解现

代时期的佛教现实，但他依然为“事功”而抒情，

这是他的姿态和选择，在二师父“只拉车不看路”

的指责声中，他站在“拉车”的仁慧一边。仁慧

在 80 年代再开素菜馆，生意稳定后，交由别人经

管，自己去云游四方。小说如此结尾，似乎暗示：

精神超越需要有物质基础。但是，从二师父等人

立场看，“仁慧革新”释放的物质欲望的边界在哪

里？1982 年上映的电影《少林寺》，1985 年首播

的电视剧《济公》，主人公有一句共同的台词——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句话可理解为世

俗化并未动摇本心，但亦可当作破戒的辩护词或借

口。这已类似于日本的本土化佛教“净土真宗”。

而《受戒》《仁慧》诉诸职业化，是要彻底放逐信

仰吗？“有情世界”的现世生活是否已足够？其实

这些问题也困扰着汪曾祺。如同 1986 版《西游记》

中既有严守戒律的三藏，也有六根未净的八戒等各

种类型的和尚，汪曾祺在八九十年代塑造了“各式

各样的和尚”，显示了他的矛盾和困惑。

其中一类是“戒行苦严”的和尚。有意思的

是，汪曾祺并未对他们祭出人性解放话语。《受

戒》中的普照，天天“一声不响地坐着”，平时吃

斋，过年除外，是庵中最守戒规的和尚。另一位指

南和尚，汪曾祺经常提起，他是铁桥的师父，也是

汪的祖父学佛的师父。指南退居后住进了荒凉的

三圣庵，“和尘世完全隔绝了”。这位“戒行苦严的

高僧”，曾在香炉里烧掉两个食指，自号“八指头

陀”。“我不知道和尚为什么要烧掉手指，我想无

非是考验自己的坚忍吧。不管怎么说，这是常人

办不到的。”［58］查近代佛教人物，另一位“八指头

陀”更著名，即清末诗僧寄禅（1852 — 1912），他

曾在佛塔前烧二指、剜臂肉燃灯供佛，以示虔诚。

指南应是以寄禅为榜样。汪曾祺还写过承天寺中那

位“几十年不出山门”的老和尚，夜半撞钟，生

活清苦。承天寺很清静，“偶尔有一两个和尚走动，

衣履敝旧，神色凄凉。——不像善因寺的和尚，一

个一个，都是红光满面的”［59］。这当是观音庵二

师父那样的住持“当家”吧。这些面有菜色、内心

虔诚的和尚，没有“人性解放”。该如何评价他们，

汪曾祺进退维谷。

另 一 类 是 1949 年 之 后 的 和 尚。1951 年 汪 曾

祺去江西进贤参加土改，团中有位静溶和尚（小

说《迷路》、散文《和尚》以此为背景）。静溶是

革命僧，出家前教过小学，抗战时拉过一支游击

队，后在北京出家。“北京解放，和尚都要从事生

产。他组织了一个棉服厂，主办一切。”静溶“笃

信佛法，严守戒律，绝对吃素，但是斗起地主来却

毫不手软”［60］，而且善于算剥削账。这让汪曾祺

不太理解，但对静溶来说，二者或许并不矛盾，让

无地农民分得土地，恰与慈悲为怀相一致。静溶组

织生产，既是佛教社会主义改造的体现，也是试图

生产自给的“人间佛教”主张的落实。《和尚》还

写了一位解放后还俗的阎和尚，他已是剧院杂工，

但还兼职“到人家去念佛”，“事毕得钱”。“阎和尚

当过和尚，也是为了吃饭。”［61］还有 4 位 80 年代

的和尚。汪曾祺游峨眉山时，遇到两位来自五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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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游方和尚，一位不持戒的当地和尚。在武汉到北

京的火车上又结识一位“有地位的和尚”。此和尚

是汉阳某寺的方丈，带了“素鸡”去北京参加佛协

理事会，讨论“寺庙该归谁管”这一议题。“这位

方丈人情练达，长于应酬，而眼角时时流露出一点

狡黠。这些素鸡他是带到北京送人的，就是说，去

‘搞关系’的。”总体来说，汪曾祺对这四位和尚印

象不佳：“这四个和尚：五台山的两个，自求多福，

是和尚里的庸人；洪椿坪的和尚身在空门不出家，

是和尚里的浪子；那位方丈，是穿了僧衣的国家干

部。”［62］

汪曾祺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在触及理性化这一问

题时，其实流露出隐隐困惑。他似乎对现代时期和

尚颇多好感，即使“身在空门不出家”也是“人

性解放”的表现，他用人情人性、生存为先等话语

重绘了民国僧尼的生活，同时也为虔诚信念留下

空间。但这好感是被“新思想”改造过的，“旧生

活”被他赋予了体现新时期精神的合理性，而人性

人情话语，一旦与现实接触，就会显得空洞无力，

它无法为现代性的负面后果说项。这时候的汪曾祺

又成为一个严厉的批判者。“庸人”“浪子”、官僚

化等尖刻评价，显示汪曾祺对理性化、去信仰化的

不适。他为“事功”而抒情，当伴随“事功”的庸

凡现实到来时，他又呼唤超脱精神［63］。《受戒》浪

漫抒情的结尾其实已暗伏危机：明海的理想是“当

和尚里的状元”，当他被选为沙弥尾，有望成为下

一个石桥时，他真的会为小英子放弃前程不当方

丈吗？

但这并不意味着汪曾祺以双重标准对待历史与

现实，他只是在不同时期对理性化与信仰有不同侧

重而已，20 世纪 80 年代初和 90 年代市场化改革

起始时期，他强调了理性化的一面，这是他的基本

态度，但另一些时候也会不经意间不满于此种现

状。这表征了现代性的悖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难

题之一，是发展方式与理想目标在某些时候存在结

构性冲突。从这个角度说，汪曾祺的小说不曾须臾

远离现实，那些看似与现实无关的小说，恰恰隐藏

着广阔的政治视野，以似远实近的文学方式，回应

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

“写旧生活，也得有新思想。”［64］《受戒》涉及

“新思想”与“旧生活”两个层面，它是抒情的，

也是现实的，仅关注一个层面，甚至会产生截然

相反的评价。20 世纪 80 年代的评论普遍看重小

说中的“破戒”，“人性”于“破戒”中迸发光辉，

而 90 年代之后的一些研究者则指出无信仰的“破

戒”导致价值虚无。前一种看法借由小说对“清

规戒律”的反思，对世俗生活的赞赏，契合了 80

年代初的精神氛围；后一种观点者则出现于 90 年

代之后，精神、信仰成为切入这篇小说的无意识

视角，自然会凸显其“实利”“做戏”的一面。不

难发现，核心分歧是如何看待所谓没有“清规戒

律”的自在生活及本该是虔诚信仰者的破戒。这

也是汪曾祺八九十年代的困惑。他 80 年代诉诸的

职业化到了 90 年代成了新的困扰：“职业是对人的

框定，是对人的生活的无限可能的限制，是对自

由的取消。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就会死在这个职

业里，他的衣食住行，他的思想，全都是职业化了

的。”［65］“当和尚只是一种职业”，理性的职业化，

曾是人性解放的契机，但现在却成了对人性和自由

的禁锢。现代性的铁轨碾过两个时代。对于如何平

衡理想与现实、信念与理性，汪曾祺并没有给出答

案，他只是用他的作品为时代留下印痕。

对于《受戒》，汪曾祺多次提到“人的诗意，

人的美”、健康人性等“虚”的一面，但更多时候，

他强调的是小说的“实”。“我那个小庙中，和尚

媳妇接到庙里住，的确是真的。”［66］“这都是真的，

我就在这小庙里住了半年，小英子还当过我弟弟的

保姆。”［67］“高邮城区旧有八大寺，均毁。今只保

留少数庵堂。此次回乡，曾往城南一庵，承住持长

老接待。长老颇爱读小说，对我说：‘你所写的小

和尚的事是真的。我们年轻时都有过这样的事，只

是不敢说。’小说《受戒》能得到老和尚印可，殊

感欣慰。”［68］汪曾祺如此强调《受戒》的非虚构

性，并非仅仅重申“回到现实主义”的文学立场，

更是为了消除抒情小说与现实无关的误解。“谈到

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有人说我远离政治，我

还不承认。我为什么不承认呢？任何作家写任何作

品，无不和当时的政治有关。有的好像没有直接写

政治，好像没反映现实，但所表现的情绪和心态

却是有关的。比如我写《受戒》，和政治有什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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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我说可有关系了，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系。

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受戒》那样的作

品。”［69］文本的现实性，汪曾祺比评论家看得更清

楚。这也提示，对汪曾祺小说的研究，不能封闭在

审美和人性话语里打转。

汪曾祺为“事功”而抒情，又为“事功”而忧

虑，表征了现代性的悖论。他的作品，如他所说，

总是来自于历史与现实中的真实生活，与写作时代

密切相关。也因此，重读汪曾祺的小说，需要文学

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在那些看似“无意义”的作

品中进行抒情考掘。这也是汪曾祺所期待的：“许

多无意义的诗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不当于诗的表面

意义上寻求意义，而应该结合时代背景，于无意义

中感受其意义。”［70］结合时代背景，在文本的细微

处发掘时代信息，让作品中的“人”成为历史与美

学的双重存在。这就是他所定义的“抒情考古学”

的意图所在吧。在这个意义上，对《受戒》的“抒

情考古学”解读也是在尝试以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揭

示汪曾祺作品的深层意蕴。

［1］ 对《受戒》的最初肯定即从人情人性角度进行。参见

唐挚：《赞〈受戒〉》，《文艺报》1980 年第 12 期。类似观点

还有张同吾：《写吧，为了心灵》，《北京文艺》1980 年第 12

期。

［2］ 参见王彬彬：《我喜欢汪曾祺，但不太喜欢〈受戒〉》，

《小说评论》2003 年第 2 期。另外可参见王本朝：《渎神的

诗性——〈受戒〉作为 1980 年代的文化寓言》，《当代文坛》

2012 年第 2 期。

［3］汪曾祺：《关于〈受戒〉》，《小说选刊》1981 年第 2 期。

［4］汪曾祺：“让我（凭空）编出个人物、编出个故事出

来，我没这本事。”参见汪曾祺：《汪曾祺访谈录》，《汪曾祺

全集》（11），第 42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5］汪曾祺：《抒情考古学》，《北京晚报》1994 年 7 月 14 日。

［6］ 汪曾祺：《受戒》，《北京文学》1980 年第 10 期。以下引

文不再一一标注。

［7］唯慈：《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下），第 14 — 15 页，

华宇出版社 1988 年版。

［8］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鲁迅全集》（6），人民文

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9］ 汪曾祺：《一辈古人》，《北方文学》1991 年第 12 期。

［10］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4），

第 907 — 909 页，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

［11］蔡元培：《佛教救国论》，《蔡元培全集》（1），第 107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12］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佛学论集》，第 175

页，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

［13］ 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佛学论集》，第 309 页，

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

［14］章太炎：《答梦庵》，《章太炎佛学论集》，第 312 页，

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

［15］ ［16］章太炎：《儆告十方佛弟子启》，《章太炎佛学论

集》，第 293 — 294 页，第 298 页，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

［17］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第 266 — 267 页，上海古籍

出版社 2004 年版。

［18］ 释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海潮音》1920 年第 1 卷

第 1 期。

［19］《佛化新青年的觌面》（无署名），《佛化新青年》1923

年第 1 卷第 1 期。

［20］张宗载：《大乘佛法之精神》，《佛化新青年》1923 年

第 1 卷第 2 期。

［21］蔡心觉：《佛化运动是什么》，《佛化新青年》1923 年

第 1 卷第 2 期。

［22］ 纯纯：《警告“剃头匠”式的的僧奴》，《楞严特刊》

1927 年第 12 期。

［23］惟品：《中国佛教的过去和现在及其将来》，《海潮音》

1936 年第 17 卷第 8 期。

［24］佩洛：《怎样才配称做现代学僧》，《海潮音》1936 年

第 17 卷第 12 期。

［25］汪曾祺：《庙与僧》，《大公报》1946 年 10 月 14 日。

［26］国东：《莫名其妙的捧场——读〈受戒〉的某些评论

有感》，《作品与争鸣》1981 年第 7 期。

［27］唯慈：《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上），第 183 页，华

宇出版社 1988 年版。

［28］“ 九 华 山 三 四 十 个 小 庙， 每 个 小 庙 总 有 一 二 百 亩

田；芜湖有二三百个；庐江有一百多个；合肥县有二百多

个；巢县二三十个；无为县有二百多个。其最大的为无为

城东寺，有七八百亩田；西寺，有六七百亩。还有五华

山，四五百亩田；无为县的小庙，至少有二三百亩田；六

安有三四百个，每个小庙总有三四百亩田；霍山有一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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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每个也有一二百亩田；霍邱有三百多个，每个有田

一二三百亩不等。”上述数字可能有夸大，但多少反映了

小庙土地占有情况。参见邰爽秋编：《庙产兴学问题》，第

92 — 93 页，中华书报流通社 1929 年版。

［29］［42］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 147 页，第 141

页，中国台湾中华佛教文化馆印行 1974 年版。

［30］［51］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

《东方杂志》1930 年第 27 卷第 6 期。

［31］［32］［54］高邮县编史修志领导小组：《高邮县志》，

第 802 页，第 707 页，第 802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版。

［33］汪曾祺：《三圣庵》，《收获》1998 年第 1 期。

［34］［43］［44］［45］［50］邰爽秋编：《庙产兴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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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报流通社 192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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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三年。民国“寺院经济”情况，可参看唯慈：《近代中国

的佛教制度》（上），华宇出版社 1988 年版。

［36］谢和耐：《中国 5 — 10 世纪的寺院经济》，第 8 页，甘

肃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37］杨联陞：《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

《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 2005 年版。

［38］康有为：《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

令小民六岁皆入学折》，《康有为全集》（4），第 317 页，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39］张之洞：《劝学篇》，第 121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40］参见章太炎：《鬻庙》，《章太炎全集》（3），第 99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41］“宿迁事件”详情，参见孙江：《一九二九年宿迁小刀

会暴动与极乐庵庙产纠纷案》，《历史研究》2012 年第 3 期。

［46］ 汪曾祺：《自报家门》，《作家》1992 年第 2 期；《我的

小学》，《作家》1993 年第 6 期。

［47］汪曾祺：《我的初中》，《作家》1993 年第 8 期。

［48］ 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寺院经济的研究成果，可参看何

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张曼涛主编：《佛教经济研究论集》，

中国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 1977 年版。

［49］ 太虚 1924 年给出的数字是 80 万，参见太虚：《中国

僧数论》，《佛化新青年》1924 年第 2 卷第 1 期。中国佛

教会 1936 年的不完全统计是 74 万（不包括河南、安徽、

江西、湖南、四川五省），参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

史》，第 74 页。若加上那五省，汉传佛教人数应在百万

左右。

［52］关于佛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情况，可参看学愚：

《中国佛教的社会主义改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版；Holmes Welch: Buddhism under Ma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53］［61］汪曾祺：《和尚》，《古今传奇》1989 年第 5 期。

［55］［67］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上海文

学》1988 年第 4 期。

［56］汪曾祺：《仁慧》，《小说家》199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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